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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阶段性效应
及其区域分异特征研究

——来自中国地级市的证据

王巧然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昆明 650091）

摘 要：城市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集中地和重要载体，因而也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关键主体，在建设低碳城市和发展绿色经

济的政策工具箱中，提高碳生产率是最重要的抓手。基于此，本文在 Cobb‑Douglas成本函数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化与城市碳生

产率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运用门槛回归检验了我国地级市层面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与城市碳生产率的动态关系。实证结

果表明：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对城市碳生产率具有不同的阶段性效应，其中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碳生产率呈现“强促进‑弱
促进”的关系，拐点位于非农就业人口占比 5.36%处；而土地城市化与城市碳生产率呈现“促进‑脱钩”的关系，拐点位于建成区

面积占比 1.09%处。分地区的实证结果从区域层面证明了该阶段性效应的稳健。该结论表明，当前我国大多数地级市均已越

过以上两个门槛值，意味着低碳式城市化和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将是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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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seph E Stiglitz曾将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称为影响 21世纪人类社会

进程的两大关键事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历了全球范

围内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截至 2019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60.6%①，已经提前

达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确定的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的发展目标。中

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带动了作为生产和生活重要投入要素的能源消费的急剧攀升（王小斌和邵燕斐，2014）。

从 1978年到 201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 8倍之多②。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迅速推高了中国的碳排放：

1978年到 2018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年平均增长率接近 5%；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也由 1978年的 7.5%增

长到 2017年的 27.6%③，自 2008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以来，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

国。中国的碳排放还呈现出“排放高，效率低”的局面，虽然近年来中国能源效率和碳生产率不断提升，但与

发达国家的距离还是不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 2014年，中国能源效率约为 5.70美元/kg标准油，仍

然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诺瑟姆城市化阶段理论和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当前中国仍处于城市化率 30%~70%的快速

发展区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还远未结束，还有 20%以上的提升空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更是有巨大的城市

化潜力。而能源和碳排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和关键约束条件，在我国城市化持续推进的背景

下，能源的刚性需求不会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也难以彻底转型，简言之，中国碳排放总量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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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仍将继续增长。因此，建设低碳城市、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

建设低碳城市和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工具箱中，提高碳生产率是最重要的抓手，中国城市化的低碳式推进只

能从提高碳生产率入手，简单的说，就是提高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让城市化进程中每单位的碳排放释放

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在当前城市化继续推进和减排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效应将会显示出很强的示

范意义，并且，由于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地区差异，城市化对碳生产率作用的区域差异也会对不同地区的低

碳城市建设产生重要参考价值。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严峻的碳减排压力前，中国急需在城市化发展和碳生产

率提升之间寻找一条协调发展的路径。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研究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阶段性效应及其

区域分异特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探寻城市化进程中提升碳生产率的可行路径，以期为我国实现城市化

低碳式推进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

碳生产率是总产出与碳排放量之比，是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本质上讲，碳生产率是碳排放的经济效

率（Kaya 和 Yokobori，1997），是将碳排放视为生产中隐含的投入要素，并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思想，寻求一

定生产条件下以最小的碳排放获取最大的产出。碳生产率与能源效率密切相关，能源效率是单位能源消费

的经济产出，在能源结构和减排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能源效率越高，碳生产率就越高。但是，碳生产率受能源

结构和减排技术的影响，两个具有不同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的经济体，即使具有相同的能源效率，其碳生产

率也是有差异的。能源效率没有从投入要素的角度隐含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约束性条件——碳排放，

碳生产率则能直接反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稳定碳排放量的目标。相比于能源效率，碳生产率不仅体现一个

经济社会的能源生产效率，还反映了能源结构优化程度和减排技术水平。因此，碳生产率将低碳经济的两大

目标——控制碳排放（低碳）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融为一体（Beinhocker et al，2008），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

区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标准（Mielnik和 Goldemberg，1999）。提高碳生产率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Mielnik
和 Goldemberg，1999；何建坤和苏明山，2009；谌伟等，2010；段庆锋，2012）。

近二十年来，碳生产率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并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外有关碳生产率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碳生产率的空间格局和变化趋势上。一方面，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技术水平、能源结

构等存在差异，碳生产率也必然存在差异。当前大部分研究都证实了我国碳排放和碳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区

域差异，总体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碳生产率较高，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碳生产率较低，东中西三大地区

碳生产率依次递减（胡玉莹，2010；潘家华和张丽峰，2011；Du et al，2014）；另一方面，对碳生产率空间差异问

题的研究也启发学者们展开了对碳排放和碳生产率变化趋势和收敛性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

虽然当前我国各地区碳生产率差异较大，但各个地区碳生产率的差异性随着时间推进有所下降（王群伟等，

2010）。在对碳生产率的收敛性问题上，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碳生产率显示出收敛性

特征（周五七和聂鸣，2012；彭文强和赵凯，2012），但各地区碳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存在差异（Dong et al，2013）。

另一些学者则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我国碳生产率不存在收敛（魏梅等，2010；杜克锐和邹楚沅，2011），

由此，他们得出我国碳生产率的地区差距不会自动消除的结论。

随着对碳生产率空间差异和收敛特征分析的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碳生产率的影响因

素。总体来看，碳生产率受到经济因素、技术因素、政策因素和能源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因素中，一些学者已

经注意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作用，然而相关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

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会降低碳生产率（李卓霖，2014）。这

类文献研究的出发点是城市化进程中新城市的建立和原有城市的扩张带来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加，新城

市建立和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需要建设大量的交通、建筑和公共基础设施，因而城市化过程必然导致对建

筑材料和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品需求的大幅增加，这类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能源，引起碳排放量的

上升，从而对碳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胡玉莹，2010）。另一些学者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杜克锐和

邹楚沅（2011）的研究发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腾飞（2016）则通过将碳生产率引入

STIRPAT（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模型，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调整和消费升级三个角度剖析了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并实证检验了二者关系，结果表明，户籍人口城

市化对碳生产率影响为正，而常住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影响为负，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随着暂住

62



王巧然：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阶段性效应及其区域分异特征研究

人口比例增长，户籍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常住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逐

渐减弱。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化与碳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或二者关系存在地区差异，例如任阳军

和汪传旭（2017）的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 U形关系，其中东部地区的绿色

经济效率与城市化的关系已处于 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仍处于 U形曲线的下降阶

段。出现以上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碳生产率和城市化的测算方法、样本区间及代理变量选择上的不同。例

如，在胡玉莹（2010）一文中，2000—2004年城市化率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而 2005—2007
年该指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同一指标用不同衡量标准必然导致实证结果的偏差。此外，单

要素和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标、全要素碳生产率中不同测算方法的选择，也会引起结论的差异。

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为论文下一步的进展提供了分析基础和逻辑思路，但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对城市化

与碳生产率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未能给出较好的解释。其一，排除碳生产率的测算方法、样本数据及变

量度量方式等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当前相关研究存在分歧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具

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正如胡玉莹（2010）指出的，城市化过程中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消耗大量

的能源，从而产生大量碳排放。已有大量文献指出，城市化进程中不论是居民碳排放量（冯玲等，2011）、工业

化碳排放（陈诗一，2010）还是城市交通碳排放（周银香，2012）都将显著增加，城市化是促进碳排放总量增加

的重要原因（York，2007）；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集聚经济的外在体现，经济集聚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

部性会促使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陆铭和冯皓，2014）和能源效率的提升（李思慧，2011；沈能

等，2014）。此外，城市化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市场规模，从而提升能源效率

（Sadorsky，2013）。因此城市化也有可能改善碳生产率，其总效应还需进一步的考察。其二，对我国城市化

和碳生产率区域差异的认识有待挖掘。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是：地域广袤，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

一、资源禀赋差距也很大，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推进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并且，由于各地区能源禀赋、

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环保意识的差距，我国各地间碳生产率必然也存在很大差距。这样的现实背景说明对

城市化和碳生产率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尽管当前研究已经注意到碳生产率的地

区差异，一些研究还分析了这种差异的收敛性，但是目前仍然少有研究从城市化的角度分析碳生产率地区差

异存在的原因和破解路径。其三，研究样本和研究数据还需细化。从既有文献看，尽管关于城市化和碳生产

率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总体而言，现有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全国层面或省级层面，样本空间尺度过大，尤其缺少

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以往在城市层面的碳生产率研究仅测算到单要素碳生产率（刘习平等，2017），对

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测算则都停留在省级层面（胡玉莹，2010；魏梅等，2010；王群伟等，2010；杜克锐和邹楚沅，

2011；吴晓华和李磊，2014；张成等，2015；李博等，2016；张腾飞，2016）。由于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的形成，城

市化是经济集聚在区域层面的体现，加上中国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依赖。因此城市是衡量城市化问题最合

适的研究尺度，从城市层面研究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布、趋势及城市化、经济集聚与碳生产率的关系机制，将更

具研究价值。

三、理论模型

借鉴 Fisher‑Vanden et al（2004）的研究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碳生产率的概念，构建城市化与碳生产率

的关系模型。首先考虑一个 Cobb‑Douglas成本函数，假设生产需要资本（K）、劳动力（L）和能源（E）的投入。

因此有：

C ( )PK，PL，PE，Q = A-1U -1P αK
K P

∝ L

L P αE
E Q （1）

其中：C表示 Cobb‑Douglas成本函数；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U表示城化水平；Q表示产出水平；PK、PL、PE分别

表示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的名义价格；αK、αL、αE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的产出弹性。一般来说，全要素

生产率由制度、技术和结构等因素共同决定，市场化水平是体现一个地区制度安排的重要指标，外商直接投

资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经济结构变迁也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将全要素生产

率表示为

A = f ( )Mari，FDIi，Stri + εi （2）
其中：Mari表示市场化水平；FDI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Stri表示经济结构。

式（1）中，A-1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成本的负相关。城市化的本质是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集聚，城市

63



技术经济 第 40 卷 第 12 期

化能够通过集聚外部性降低平均成本。因此用 U -1反映城市化与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为了保证能够得

到唯一的内点解，经济学理论往往假定生产函数是拟凹的，在既定产量水平下，成本最小化即是利润最大化，

即成本函数与生产函数具有对偶性，故而 Cobb‑Douglas成本函数必然对应一个 Cobb‑Douglas生产函数。生

产函数是产量和要素投入量的函数，而成本函数表征的是要素价格和产出水平的关系。在现实中，生产函数

往往难以观测，而成本函数中的变量易于获取。因此利用成本函数分析企业的要素需求决策。

根据谢泼德引理，在给定支出函数 E ( )P，U 的情况下，对价格 P求偏导数可得到希克斯需求函数

X h (P，U )。因此，能源需求等于成本函数对能源投入价格求偏导：

E = (αE A-1U -1P αK
K P

∝ L

L P αE
E Q ) /PE （3）

进一步假定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市场上产品完全同质，企业长期经济利润为零，即总收益等于总成本，

C = PQQ，其中 PQ为产品的价格，如果忽略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化的影响，则需要假定：

PQ = P αK
K P

∝ L

L P αE
E （4）

产品的价格 PQ取决于三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其中，αK + αL + αE = 1，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式（4）中的

PQ代表了一般物价水平。如果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化，企业会借助集聚外部性产生的劳动力蓄水池效

应、中间投入品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获得超额利润，即企业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从而保证了价格假设条件

的合理性。

将式（4）代入式（3），可得：

E = αE A
-1U -1PQQ
PE

（5）
将式（5）进一步变化得到：

Q
E
= α-1E AU PE

PQ
（6）

式（6）左边是能源效率，能源效率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化水平和实际能源价格
PE

PQ

。生产过程中的

能源消费会产生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CB = λE （7）
其中：CB为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λ为碳排放系数。

将式（7）带入式（6），可得：

Q
CB

= λ-1α-1E AU PE

PQ
（8）

式（8）左边是碳生产率，碳生产率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化水平、碳排放系数和实际能源价格。

将式（2）带入式（8）可得：

CE = λ-1α-1E U PE

PQ

f ( )Mari，FDIi，Stri + εi （9）
据此，可以构建碳生产率影响因素的模型为

CEit = aURBβ1
it Pri

β2
it Mar

β3
it FDI

β4
it Str

β5
it e it （10）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URB、Pri、Mar、FDI、Str分别代表城市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水平、经济开放程

度、经济结构，这些因素均会影响碳生产率，e表示随机干扰因素；α表示常数项。

式（10）两边同时取对数后，模型可以表示为

lnCEit = lna + β1 lnURBit + β2 lnPriit + β3 lnMarit + β4 lnFDIit + β5 lnStrit + eit （11）
式（11）是标准的线性模型，但当前对碳生产率和城市化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城

市化对碳生产率具有双重作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城市化引发的碳生产率改变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权衡，如图 1所示，第一种效应推动了碳生产率的上升，

称之为“驱动效应”，驱动效应主要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结果；一方面，城市化的本质是集聚，集聚将改变

地区产业发展的要素构成、组织结构和发展模式，经济集聚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会促使单位工

业增加值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陆铭和冯皓，2014；张翠菊和张宗益，2016）和能源效率的提升（李思慧，2011；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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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2014），从而推动碳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

城市化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

扩大市场规模，从而提升能源效率（Sadorsky，2013），

并且，城市化可以引发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技术进

步、碳排放市场化定价和碳生产率改善（郑云鹤，

2006）。第二种效应则阻碍了碳生产率的上升，称之

为“制动效应”，制动效应是集聚不经济和规模不经

济的结果。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需要进行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建设，消耗大量的能源，从而产生大量碳

排放（胡玉莹，2010；冯玲等，2011；陈诗一，2010；周
银香，2012；York，2007）。此外，城市化过程中，生产从能源强度低的农业转向能源强度高的制造业，并且由

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为了提供就业，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特征体现为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排放产业

迅速发展（林伯强和刘希颖，2010）；另一方面，由于拥挤效应的存在，过度的集聚将导致集聚不经济，从而阻

碍碳生产率的提升，例如城市拥堵导致的城市通勤能耗和碳排放量上升（Parikh和 Shukla，1995；洪丽璇等，

2011；武俊奎，2012），可能引发碳生产率的下降。

由以上分析可知，城市化与碳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线性关系，城市化一方面通过生产和消费的高

度集中增加经济活动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产生规模经济、促进技术进步，为碳生产率的提高提供可能性。

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力量大小决定了二者关系的方向。考虑到影响碳生产率

的因素是随着城市化阶段的推进而改变的。因此可以从城市化阶段的角度思考城市化和碳生产率的关系。

根据诺瑟姆城市阶段理论（Northam，1979）等城市阶段理论，城市化发展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的城市

化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居民收入、环保意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影响碳生产

率的因素的阶段性差异。因此，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作用可能不同。我国自改革开放

以来的 40年，经历了城市化突飞猛进的超常规发展，跨越了城市化发展的多个阶段，据发达国家经验，经济

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为了识别城市化阶段对碳生产率的非线性作用，可将城市化水平按一定标准分组，并在各组中研究两者

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为地根据城市化水平来划分样本区间往往带来估计偏误。因此，本文从数据驱动的角

度出发，运用 Hansen（1999）面板门槛模型来检验不同城市化水平下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该模型根据

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并找出门槛值，主旨思想是将门槛值作为一个未知变量纳入一般的计算

模型中，构建分段函数，并对门槛值及门槛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根据这一思想，用城市化水平作为门槛变

量，在式（11）的基础上构建初始的单门槛模型为

lnCEit = αi + β1 lnURBit + β2 lnURBit I ( )lnURBit ≤ γ + β3 lnURBit I ( )lnURBit > γ +
β4 lnPriit + β5 lnMarit + β6 lnFDIit + β7 lnStrit + εit （12）

其中：URBit表示城市化水平和门槛变量；I ( )∙ 为示性函数，γ为门槛值，当城市化水平低于 γ时，I ( )∙ = 0，当
城市化水平高于 γ时，I ( )∙ = 1；β1、β2分别为门槛变量 URBit ≤ γ、URBit＞γ两个区间内城市化水平对碳生产

率的影响系数。

四、估计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估计方法说明
本文根据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技术来评估模型（12）。

首先，对计量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求得门槛值 γ；其次，检验门槛系数的显著性。原假设为不存在门槛效

应，即，H0：β1 = β2。
Hansen（1999）建议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来模拟似然比检验的渐进分布。在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

假设下，似然比检验基于以下统计量：

F 1 = S0 - S1 ( γ̂ )σ 2
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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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两种效应

65



技术经济 第 40 卷 第 12 期

其中：S0表示原假设成立下不存在门槛效应时的残差平方和；S1表示原假设不成立下存在门槛效应的残差平

方和；σ 2
ϵ表示扰动项的方差，Hansen（1999）研究表明，采用自体抽样法（Bootstrap）可以获得其一阶渐进分布，

基于此构造的 P值也将是渐进有效的，如果得到的 P值小于设定的临界值，那么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门槛

效应。接着进行多门槛效应的检验，以确定模型是否存在多个门槛值。最后，对面板门槛模型的真实性进行

检验，其原假设 H0是 γ = γ0，相应的统计量为

LR 1 (γ ) = S1 (γ ) - S1 ( γ̂ )σ̂2 （14）
LR 1的分布也是非标准的，Hansen提出了非拒绝域的概念，在 1 - α的置信水平上，非拒绝域是指一系列

满足 LR 1 ≤ c (α )的 γ值，其中 c ( )α = -2ln éë ù
û1 - ( )1 - ∝ 1
2 ，α为显著性水平。如果接受原假设，则说明面板门槛

的参数估计是准确的。

（二）变量度量与数据来源
1. 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测算

测算碳生产率，首先需要知晓地级市层面的碳排放，碳排放测算边界的确定会造成测算结果较大的差异

（蔡博峰，2013）。因此，在测算碳排放之前，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做一个明确界定。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城

市生产生活中产生的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的经济效率。因此，本文测算的城市碳排放仅包含各城市生产生活

中因能源消费而导致的碳排放，不包括农业、林业、土地利用等非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也不包括消费品、

食品生产和污水固废处理导致的碳排放。

鉴于我国地级市层面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了吴建新和郭智勇（2016）的方法，将城市能

源消费碳排放分为三类：一是煤气和液化石油气等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二是电能、热能等能源消费

产生的碳排放；三是交通运输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本文分别核算三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加总得到城市

能源消费总的碳排放。计算城市碳排放所需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测算了我国 281个城市

2003—2016年期间 14年的碳排放。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编写的《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估算化石燃料

燃烧产生的碳排放的通用方法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能源燃烧数量×排放因子。各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利用《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相关转化因子和我国燃料发热系数计算，其中我国燃料发

热系数采用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标准一部提出的

《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④，对于含碳量只提供区间值的能源，取其中位数进行测算。碳排放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碳排放系数=IPCC2006的含碳量系数×我国发热系数×IPCC2006的碳氧化因子 （15）
根据式（15），可算得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 1。

表 1 部分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能源类型

原煤

煤气

液化石油气

原油

含碳量

94600kgCO2/TJ
44400kgCO2/TJ
63100kgCO2/TJ
73300kgCO2/TJ

我国低位发热系数

5000kcal/kg
4150kcal/M3

12000kcal/kg
10000kcal/kg

碳氧化因子

1
1
1
1

碳排放系数

1.98kgCO2/kg
0.77kgCO2/m3
3.17kgCO2/kg
3.07kgCO2/kg

资料来源：《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CO2排放量=碳排放系数×排放源活动强度（城市能源消费标准量） （16）
第一类能源的碳排放，即煤气和液化石油气的碳排放可以直接由式（16）计算得出。第二类能源消费的

碳排放分为电能和热能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其中电能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为城市电能消费量与电网基准线排

放因子的乘积。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发布了全国六大区域电网的基准线排放因子，本文取其均值进行测算。

见表 2。
④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03年 2月 3日联合发布并于 2003年 6月 1日实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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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各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电网名称

华北区域电网

东北区域电网

华东区域电网

华中区域电网

西北区域电网

南方区域电网

覆盖省市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

辽宁、吉林、黑龙江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庆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

平均排放因子

（tCO2/MWh）
0.7253
0.7798
0.67845
0.615
0.63915
0.58735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气候司《2016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借鉴 Glaeser 和 Resseqer（2010）的做法，每个区域电网只有一个排放因子，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各城市电

能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即

电能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城市电能消费量×各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17）
在热能消耗产生的碳排放方面，我国城市热能主要有锅炉房供热和热电厂供热两种，集中供热的热源以

原煤为主。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的《GB/T 15317——2009燃煤工

业锅炉节能监测》⑤，我国燃煤工业锅炉热效率最低标准介于 65%~78%，考虑到目前我国集中供热锅炉以中

小型燃煤锅炉为主。因此采用 70%的热效率值。原煤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为 20908kj/kg。利用供热量、热效

率、原煤发热系数、折标准煤系数和 IPCC2006发布的碳排放因子就可以计算出各个城市热能消费的碳排放

量。计算公式如下：

热能消费碳排放量=供热量/热效率/原煤发热系数×折标准煤系数×碳排放因子 （18）
第三类碳排放是交通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借鉴 Li et al（2013）的方法，假设各类运输方式的能源消耗强度

和碳排放强度成比例，先根据全国运输部门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单位客运量和单位货运量的能源消费，再用各

城市客运量和货运量计算出各城市的交通运输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

最后，将煤气、液化石油气、电能、热能和交通运输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加总，就得到各城市能源消费

的总碳排放。本文沿用 Kaya和 Yokobori（1997）提出的碳生产率测算方法，以各个地级市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与同期生产中的碳排放量之比衡量碳生产率，这个指标反映了单位碳排放的经济效益。碳排放由前文所述

方法测算得到，各个地级市实际 GDP以 2003年的价格作为基期进行缩减得到。

2. 其他变量的度量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地级市数据对城市化和碳生产率的阶段性作用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我国地级市行政区划变

动较大及部分地级市数据的缺失，最终选取 2003—2016年 14年间 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总计 3934个样

本。变量度量及数据收集过程如下：

（1）城市化水平 URB。考虑到我国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进程存在差异，本文用人口城市化和土地

城市化两个指标衡量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口城市化方面，我国部分地级市的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数量

可从各省统计年鉴中获得，但由于已公布的数据质量较差，各省统计口径不一致，并且存在大量的数据缺失。

因此直接用城镇人口/总人口来衡量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误差较大。本文借鉴孙久文和周玉龙（2015）的做

法，采用非农就业人口（总就业人口减去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间接体现地级市城市化水

平。在土地城市化方面，采用地级市建成区面积与全市土地面积之比表示土地城市化水平。数据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2）其他控制变量：①市场化水平 Mar。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来衡量，比值越低表明政府干预

越少，市场化水平越高。②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FDI。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城市 GDP的比重来衡量。

③经济结构 Str。经济结构升级和变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因

此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表示经济结构的高级化。④实际能

源价格 Pri。借鉴师博和沈坤荣（2013）和刘习平等（2017）的方法，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作为能

源价格的代理变量，以 2003年为基期，将各省市区燃料、动力价格指数分解到下属城市。为了减少数据异方

差，计量分析前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⑤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09年 10月发布并于 2010年 5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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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地级市）

变量说明

碳生产率

人口城市化（%）
土地城市化（%）
市场化程度（%）
外资规模（%）

产业结构高级化（%）
能源价格

变量

CP
URB1
URB2
Mar
FDI
Str
Pri

均值

0.572
18.262
8.327
0.157
0.003
0.824
2.014

标准差

0.420
11.065
9.664
0.096
0.004
0.414
0.446

最小值

0.009
1.811
0.091
0.015
0.000
0.094
1.090

最大值

2.769
100.000
95.305
1.575
0.045
9.482
2.751

五、实证分析

（一）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用软件 Stata15估计面板模型，在模型估计之前，首先要检验面板门槛模型并确定门槛值。表 4列出

了模型的门槛检验结果，在人口城市化模型中，单一门槛模型的门槛值为 1.6783，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非农就业人口比为 5.36%；在土地城市化模型中，单一门槛模型的门槛值为 0.0892，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代

表地级市建成区面积与全市土地面积之比为 1.09%。由于两个模型双门槛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门槛值与第

二个门槛值一样。因此本文分析单门槛模型。

计量分析结果见表 5，其中模型 FE‑robust表示采用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THRESH为面板门槛模

型，FE‑robust（1）与 FE‑robust（2）分别估计了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线性影响。在模型

FE‑robust（1）中，人口城市化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β=0.069，t=2.78），说明非农就业人口比越高，碳生产率

也越高，模型 FE‑robust（1）中碳生产率关于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弹性为 0.069，说明当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上升

1%时，碳生产率将提升 0.069%。在模型 FE‑robust（2）中，土地城市化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β =-0.015，
t=-1.26），说明建成区面积比重的上升对碳生产率并无显著影响。

模型 THRESH（1）与 THRESH（2）分别估计了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估计

结果显示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一结果符合前文的预期，即城市化

对碳生产率的作用受城市化阶段的影响。

表 4 门槛估计值和自抽样检验结果

模型

人口城市化

土地城市化

门槛估计值

1.6783（5.36%）
0.0892（1.09%）

95%置信区间

［1.6381，1.6979］
［0.0847，0.0918］

F

26.16
23.90

P

0.010
0.003

临界值

1%
42.340
52.752

5%
33.287
37.296

10%
28.078
32.945

注：P值和临界值采用 300次 bootstrap得到。

表 5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碳生产率

模型

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作用

土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作用

其他因素对碳生产率的作用

URB1
URB1＜thr
URB1＞thr
URB2

URB2＜thr
URB2＞thr

Mar
FDI
Str
Pri
_cons
obs
F

RMSE

人口城市化模型

FE‑robust（1）
0.069***（2.78）

-.226***（-3.25）
-2.955**（-2.04）
0.049（1.58）
0.265***（12.29）
0.245***（5.98）

3934
38.761
0.079

THRESH（1）

0.699***（5.37）
0.068***（6.52）

-0.210***（-5.44）
-2.773***（-4.34）
0.051***（3.64）
0.263***（23.34）
0.223***（10.93）

3934
128.896
0.082

土地城市化模型

FE‑robust（2）

-0.015（-1.26）

-0.236***（-3.34）
-2.371（-1.61）
0.071**（2.23）
0.228***（9.63）
0.213***（7.24）

3934
39.782
0.079

THRESH（2）

0.035***（2.90）
-0.007（-1.08）
-0.221***（-5.76）
-2.563***（-4.03）
0.076***（5.28）
0.232***（19.65）
0.208***（15.47）

3934
136.300
0.08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URB1代表人口城市化水平；URB2代表土地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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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口城市化门槛模型 THRESH（1）的门槛值 1.6783（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为 5.36%）将人口城市化水

平划分为两个区间：①当非农就业人口比低于 5.36%时，人口城市化 URB1的系数显著为正（β=0.699，t=
5.37），说明在这一区间，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其弹性为 0.699；②当非农就业人口比高

于 5.36%时，模型 THRESH（1）中人口城市化的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但相比于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人口城市

化对碳生产率的边际作用变小了（0.068＜0.699）。可见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人口城

市化程度的加深而减弱，即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具有阶段性效应，这一结论符合前文推论。

另外，土地城市化门槛模型 THRESH（2）的门槛值 0.0892（建成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比重为 1.09%）
将土地城市化水平划分为两个区间：①当建成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比重低于 1.09%时，土地城市化

URB2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35，t=2.90），说明在这一区间，土地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弹性

为 0.035；②当建成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比重高于 1.09%时，模型 THRESH（2）中土地城市化的系数为负

且不显著（β=-0.007，t=-1.08），这意味着当建成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比重高于 1.09%时，土地城市化的

发展与碳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可见土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土地城市化到达一

定水平后消失了，即土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具有阶段性效应，这一结论也符合前文推论。

其他控制变量中，不论是线性模型还是非线性模型，市场化程度Mar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本文市场

化程度是用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衡量的，比值越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Mar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财政干预程度越高，碳生产率反而越低，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与碳生产率之间存在

正向相关，政府干预在提高碳生产率方面力不从心，政府过多干预反而导致了碳生产率的下降。除了模型

3，其余模型中开放化程度 FDI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 FDI水平的提升不利于碳生产率的改善，这一估

计结果也从侧面说明了经济开放与碳生产率提升之间的矛盾。除了模型 1，其余模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程

度 Str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能源价格 Pri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能源价格提升对碳生产率有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也证实了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即能源价格

变迁能够激发节能技术进步，能源价格提升提高了能源投入成本，会引发资本和劳动力对能源的替代，为了

减少投入成本，能源价格提升还会加速节能技术扩散，从而提高能源效率（Mulder et al，2003；Popp，2002）。

（二）门槛区间的构成和变化
根据人口城市化门槛模型计算出的人口城市化门槛值 1.6783（非农就业人口比为 5.36%），可以将各地

级市 2003—2016年人口城市化水平划分为两个区间，如图 2所示（其中横线代表人口城市化门槛值，圆点代

表各地级市人口城市化水平）：①第一区间的非农就业人口比低于 5.36%，这一区间内人口城市化发展对碳

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非农就业人口比提升 1%，碳生产率将提升 0.699%；②第二区间的非农就业人口比高

于 5.36%，这一区间内人口城市化发展对碳生产率依然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相比于第一区间，这一区间作用

变小了，在这一区间内，非农就业人口比提升 1%，碳生产率将提升 0.068%。截至 2016年，全国 281个地级市

中，仅有 8个地级市的非农就业人口占比低于 5.36%，这意味着对全国而言，绝大多数地级市的人口城市化水

平已经跃过门槛值，到达第二区间，即对全国大部分城市而言，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的提升对碳生产率的促进

作用减弱了，但是依然显著。这是一个有利的信号，说明伴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碳生

产率在未来还有提升空间。但是如果城市化过程中单纯为了提高城市化率而不顾环境质量大肆引入污染企

业，或者不经合理规划布局就盲目扩张，那么这

种低质量的城市化极有可能降低城市化与碳生

产率作用的门槛值，迫使这些低质量城市化的地

区提前进入碳生产率与城市化发展脱钩的阶段，

甚至对碳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类似的，根据土地城市化门槛模型计算出的

土地城市化门槛值 0.0892（地级市建成区面积与

全市土地面积之比为 1.09%），可以将各地级市

2003—2016年土地城市化水平划分为两个区间，

如图 3所示（其中横线代表土地城市化门槛值，圆

点代表各地级市土地城市化水平）：①第一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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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2016年全国各地级市人口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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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成区面积与全市土地面积之比低于 1.09%，

这一区间内土地城市化发展对碳生产率具有一

定促进作用，建成区面积占比提升 1%，碳生产率

将提升 0.035%；②第二区间的建成区面积与全市

土地面积之比高于 1.09%，这一区间内土地城市

化发展对碳生产率不再具有影响。截至 2016年，

全国 281个地级市中，仅有 13个地级市的建成区

面积与全市土地面积之比低于 1.09%，这意味着

对全国而言，绝大多数地级市的土地城市化水平

已经跃过门槛值，到达第二区间，即对全国大部

分城市而言，建成区面积比重的提升不再能提升

碳生产率。

总体而言，无论是对人口城市化还是土地城市化，在门槛值之前，城市化进程都将促进碳生产率的提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推进，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作用逐渐衰减，而土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渐渐消失。当前，全国大部分地级市的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都已跃过门槛值，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

城市化的持续发展，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跨过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门槛值，在当前或今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化发展对碳生产率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减缓。因此，我国急需探索一条低碳城市化发展

道路。

（三）区域分异分析
上文的实证表明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具有阶段性影响，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城市化在同一

时期呈现出多种发展阶段并存的特点（秦佳和李建民，2013），所以，我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差异实质上体现

了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为此，本文分析城市化与碳生产率关系的地区差异，实质上也是对城市化过程中

碳生产率的阶段性效应的进一步分析。本节分东中西三个区域对模型做进一步分析，估计结果见表 6。
模型 E1、C1和W1分别是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影响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E2、C2和W2分别是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影响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在模型 E1和 C1中，人口城市化 URB1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意味着对于所有地区而言，非农就业人口

比重的上升对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一结果与全国层面的门槛模型估计结果一致。进一步地，中

部地区 URB1的系数为 0.102，高于东部地区 0.067和西部地区 0.056，说明三个地区中，中部地区人口城市化

发展对碳生产率的拉动作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在模型 E2和 C2中，土地城市化 URB2的系数为

负但不显著，在模型W2中，土地城市化的系数显

著为正，这意味着在东部和中部，建成区面积比

重的上升对碳生产率并无显著影响，但是在西部

地区，建成区面积比重的上升将促进地级市碳生

产率的提升。前文对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

土地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将随着土地城市

化进程的推进实现从正向促进到逐步脱钩。西

部地区是三个地区中土地城市化率最低的地区，

URB2的系数在中部和东部不显著，在西部显著，

表明随着土地城市化率的提高，土地城市化对碳

生产率的影响从显著变为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全

国层面的门槛模型估计结果一致。分地区回归

结果也说明，西部地区土地城市化水平仍处于有

利于碳生产率提升的区间，中部和东部地区则已

跨越门槛值，土地城市化与碳生产率不再相关。

分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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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3—2016年全国各地级市土地城市化水平

表 6 模型回归结果（分东中西地区）

变量

URB1
URB2
Mar

FDI

Str

Pri

_cons

obs
F

RMSE

被解释变量：碳生产率

E1
0.056***
（4.06）

-0.148*
（-1.94）
-1.779**
（-2.23）
0.035

（1.30）
0.233***
（13.21）
0.246***
（8.33）
1372
54.392
0.077

E2

-0.005
（-0.51）
-0.169**
（-2.22）
-1.238

（-1.55）
0.002

（0.09）
0.204***
（11.65）
0.233***
（11.01）
1372
58.336
0.076

C1
0.102***
（4.76）

-0.366***
（-4.41）
-5.210***
（-4.42）
-0.056**
（-2.23）
0.273***
（13.16）
0.232***
（6.14）
1400
54.183
0.075

C2

-0.013
（-1.24）
-0.403***
（-4.97）
-5.701***
（-4.86）
-0.060**
（-2.42）
0.240***
（11.12）
0.183***
（7.58）
1400
59.284
0.074

W1
0.067***
（2.69）

-0.236***
（-3.86）
4.373*

（1.82）
-0.087***
（-3.31）
0.307***
（12.63）
0.247***
（5.76）
1162
50.978
0.094

W2

0.040***
（2.60）
-0.251***
（-4.12）
3.848

（1.61）
-0.097***
（-3.70）
0.269***
（10.76）
0.167***
（5.71）
1162
51.097
0.094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URB1代表人口城市化水平；URB2代表土地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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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区域差异。由于三个地区城市化发展程度呈现阶梯式分布，该差异也再一

次印证了城市化发展对碳生产率的阶段性效应。

六、结论

通过实证检验城市化进程对碳生产率的阶段性效应，本文从城市层面论证了人口城市化阶段、土地城市

化阶段与碳生产率的总体关系，并分析了该阶段性效应的成因与区域分异，结果表明：

（1）在全国范围内，城市化阶段理论揭示了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碳生产率的总体关系。一方面，当

非农就业人口比低于 5.36%时，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有助于提升碳生产率，在该阶段，人口城市化水平每提升

1%，城市碳生产率将提升 0.699%；而当非农就业人口比越过 5.36%的门槛值后，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提

升作用虽然显著但大大缩小了；另一方面，当建成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比重低于 1.09%时，土地城市化

的推进有助于提升城市碳生产率，在该阶段，土地城市化水平每提升 1%，城市碳生产率将提升 0.035%；而当

建成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比重越过 1.09%的门槛值后，土地城市化对城市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消失了。

以上结论说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均对城市碳生产率具有阶段性效应，结合前人研究，本文认为存

在这种阶段性效应的原因在于城市化扩张会给碳生产率带来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推动碳生产率上升的“驱

动效应”，主要来源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二是“制动效应”，来源于拥挤效应和规模不经济。当城市化率低

于门槛值时，驱动效应大于制动效应，城市化发展会促进碳生产率的提升，而当城市化率越过门槛值以后，制

动效应超过驱动效应，城市化的发展将不再促进碳生产率的提升。

（2）对门槛区间构成和变化的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水平均已越

过门槛值，这意味着对全国大部分地级市而言，人口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减弱了，并且土地城市化

对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消失了。

以上结论提醒人们，随着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跨过门槛值，伴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

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碳生产率在未来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但是如果城市化过程中单纯为了提高城市化率而

不顾环境质量大肆引入污染企业，或者不经合理规划布局就盲目扩张，那么这种低质量的城市化极有可能降

低城市化与碳生产率作用的门槛值，迫使这些低质量城市化的地区提前进入碳生产率与城市化发展脱钩的

阶段，甚至对碳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这意味着低碳式城市化和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布局将是我国经济绿

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

（3）我国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城市化水平自东向西呈阶梯式下降，城市化水平与碳生产率关系的地区

差异，从侧面反映了城市化对碳生产率的阶段式效应。分地区的实证结果再次证明了人口城市化和碳生产

率的非线性关系，这一结果说明：为了促进碳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城市化的低碳式推进，我国的城市化政策就

不应一概而论，而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推行差异化的城市化发展政策。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将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国经济的低碳发展

不能以碳排放的“量”作为评价标准，而应更加关注碳排放的“质”，碳生产率就是一个反应碳排放“质量”的综

合性指标。以碳生产率为基准，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显示了绿色发展的两个空间方向：一是在城市化发展

已经相对成熟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城市化继续推进的速度减缓，拥挤效应逐步增加，在这些城市进一

步的城市化进程中，需要格外关注城市化的质量，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模

经济；而在城市化还将继续快速推进的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这些城市中城市化水平仍然处于碳生产率的

递增区间，保持城市化的继续推进、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合理规划、科学扩张，将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总

体而言，在顺应城市化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同时，理解如何在城市化推进和集聚效应、城市规模、空间结构与低

碳绿色发展之间构建一种新的平衡关系，无疑将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杨先明和王巧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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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taged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arbon Productivity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Evidence from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Wang Qiaoran
（School of Economic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Cities are the gathering place and essential carrier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it is also the main subject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Thus improving carbon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in the policy toolbox of
building low‑carbon cities and developing green economy.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carbon productivity was built based on the Cobb‑Douglas cost function， the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land urbanization and urban carbon productivity at the level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was tested with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have different staged effects on urban
carbon productivity. Specifical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carbon productivity presents a“strong
promotion‑weak promotion”relationship with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5.36%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while the land urbanization
and urban carbon productivity showed a“promotion‑decoupling”relationship with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1.09% of the land urbanization
rate. The regional empirical results prov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from the regional lev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most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have passed the two thresholds，which means that low‑carbon urbanization and reasonable urban
planning will be the only way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in China’s cities.
Keywords：urban carbon productivity；population urbanization；land urbanization；low‑carbon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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